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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快绿色低碳发

展，改善环境质量，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企

业环境责任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 [1,2]。目前 80% 的环

境污染来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3]，如何规范企业环

境行为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分析环境

规制形成的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作用机制，甄

别影响该作用机制的主要因素，可以帮助企业根据自

身具体情况提高企业环境责任，也利于政府有效利用

环境规制以促进环境保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

后续环境规制的实施提供借鉴和参考。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环境责任的研究成

果丰硕，总结了企业环境责任的概念及维度测量 [4]，

探究了环境法规 [5]、绿色创新 [6]、企业战略 [7] 等因素

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并指出企业环境责任具有改

善企业声誉 [8]、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9]、提高企业

财务绩效 [10] 等作用。上述研究已针对企业环境责任

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分析，但是对于制度压力与企业环

境责任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十分缺乏，相关研究集中于

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上，大多证明制度压

力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正向影响 [11]。同时，现有研究

使用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存在数据客观性不足、样本

量小等弊病。因此，本研究将填补这些“研究缝隙”，

探究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并以中国 A 股

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克服问卷调查样本量小、可重

复性差的弊端，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遍意义。根据制度

理论，为了获得合法性，面对日益严格的环保政策和

日益加大的环境制度压力，企业需要提高企业环境责

任，而在实际情况中，制度压力是否可以强化企业环

境责任仍有待探究。同时，相关研究表明企业环境战

略 [12-14]、内部控制 [15-17] 和产权性质 [18-19] 等因素，都

可能会影响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作用，但这些

因素是否在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中起到调

节作用仍需进一步探讨。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 2014 年、2015 年和 2017 年

的数据为基础，使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各地区节能减

排绩效的评级作为制度压力的衡量依据，选取和讯网

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评分，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制度

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借助调节效应模型，分

析企业环境战略、内部控制对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

任两者关系的影响；用异质性分析探究产权性质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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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隶属关系的作用。

本文主要有以下贡献：第一，从国内现有文献

看，对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关系进行探究的文

献较为缺乏，本文系统验证了制度压力对中国上市公

司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丰富了国内关于企业环境责

任的研究；第二，探究了企业环境战略和内部控制等

变量在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

及产权性质和企业隶属关系的具体作用，有助于政府

和企业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最终有效提升企业环境

责任；第三，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文揭示了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

积极影响，也进一步充实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

研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生存在社会体系中，其行为和决策会受所在

社会的影响，因此，从社会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经济

理性角度来解释企业的行为更为合适。制度是社会的

规则，是规范社会行为而设计的一种约束。任何组织

的行为都在社会制度的框架里运行，不可避免地受到

各种社会制度的限制。企业处于制度环境之中，只有

符合制度环境的规则才能生存下来。这种来自制度环

境并且影响企业生存的压力即是制度压力 [20]。

目前，中国制度环境中的行业组织、社会文化等

力量尚未成熟，政府是制度环境的主导力量。因此，

我国企业的实践更多表现为政府推动的结果 [21]。社会

制度压力中来自政府的压力是影响我国企业的关键制

度压力，通常以法律和政策规章的形式出现，对企业

的长远发展有重要影响，企业有强烈动力与政府保持

一致 [22]，政策往往比市场更能左右企业的行为决策。

企业响应政府，这样才能与政府建立良性的关系，获

取政府支持 [23]。

1.1  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

制度理论将制度压力分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

认知压力，规制压力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规范压力来

自行业组织，认知压力来自社会公众 [24]。在我国现行

环境下，政府是最直接可观的制度压力来源，企业行

为更多受政府影响 [25]，强大有效的国家政策是强化企

业环境责任的关键因素 [26]。因而本文讨论的制度压力

主要指规制压力。

制度压力影响企业环境责任主要有以下两条路

径：第一，企业的行为决策不仅受经济因素的驱使，

也会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在制度压力下，组织与个

体行为会更多地考虑合法性 [27]。在经济转型的过程

中，环境合法性已成为消费者、公众、政府等利益相

关者的关注焦点，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有利于从

政府获取政治优惠和其他支持 [28]。而制度压力是主导

合法性获取的决定因素 [29]，只有满足制度压力的要

求，才能获得合法性，否则就面临着合法性威胁。随

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意识到环境污染、生态退化

等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各部门纷纷出台了相关文件，

对企业提出了生态环境要求。当企业环境责任成为政

府的关注点时，一些敏锐的企业管理者希望和政府的

意志保持高度一致。企业为了获得环境合法性，会自

愿积极响应政府相关政策，采取各种行为提升企业环

境责任。第二，环境已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考核

指标，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会高度重视辖区内企业

的环保绩效。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

考核办法》中规定，要对政府官员生态环境指标进行

考核。地方官员为了绩效考核，必然将环境制度压力

转嫁至辖区企业。若企业仍按照传统模式进行环境管

理，不能较好地满足制度压力的要求，则会受到来自

政府的行政处罚，难以获取政府及官员手中的关键性

战略资源，而满足环境制度压力要求的解决之道就是

履行企业环境责任 [30]。所以，面对制度压力，企业必

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采取一定行动回应，制度

压力较低时，企业会采用消极的行为态度，而制度压

力较高时，企业会以积极的行为态度对待企业环境责

任。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H1：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正相关。

1.2  企业环境战略的调节效应

制度理论解释了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

响，但是面对相同的制度压力，为什么企业的反应却

存在差异呢？迫于环境制度压力的要求，企业虽然会

有一定响应，但却可能采取表面行为来应对，实质上

的改进却有限 [31]。单用外部压力来解释很可能忽略了

企业自身的主观动因。支持制度理论的学者对这一问

题继续进行了探究，发现只强调制度压力存在一定局

限性 [32]，在制度压力下，企业有不同的战略选择 [33]。

企业环境战略是企业主动降低其对环境不利影响的一

种战略选择 [34]，而不同的企业环境战略会使企业环境

责任表现不同。有研究表明，企业环境战略实施得越

早，企业的环境绩效就越好 [12]，消极的反应型环境战

略可能倾向于规避企业环境责任，而积极的前瞻型环

境战略则利于企业环境责任的强化 [13]。具有良好企业

环境责任表现的集团，都先后提出过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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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企业环境战略决定了企业环境责任的方向，是

提升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力量 [14]。基于以上理论分

析，提出假设：

H2：企业环境战略在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

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1.3  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

美国反虚假报告委员会认为内部控制是企业员工

和管理人员为了使企业运营有效、财务可靠、遵守法

律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 [35]。企业作为一个复杂系

统，当制度压力发生改变时，必然要做出反应来适应

这种制度压力的变化，而企业的反应是否有效则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内部控制水平。在企业根据

制度压力采取实际行动反应的过程中，离不开有效的

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是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强有

力的保证。完善的内部控制保证了企业自我规范和管

控的能力，从而保证企业有效地实现环保目标。有研

究表明：企业内部控制失效是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重

要原因 [15]，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提高自身管理

能力 [16]，履行企业环境责任，企业内部控制情况越

好，那么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也就越高 [17]。高质

量的内部控制体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企业环境责

任，而当企业内部控制有缺陷时，没有良好的控制机

制，企业无法有效监督管理层，也就无法确保企业环

境责任的强化。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H3：内部控制在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

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1.4  产权性质的作用

企业产权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行为的基础和出发

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不同，所以对

于制度压力的反应也会不同。国有企业是政府参与经

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其在一定程度上会因为产权性质

受到政府更大的压力。在我国，政府专门设立部门监

督央企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而非国有企业受这类因

素的影响较小，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多是因为

经济目标。国企的日常经营既需要考虑经济的影响，

也需要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从政治角度来看，国企

承担社会责任会更多考虑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政府官员

的个人政绩。在中国，社会对国企有更高的期望，国

企的合法性需求更高，国有企业有别于私有制企业，

除了企业应该具有的经济目标之外，还具有配合政府

完成相关政策的责任。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

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因产权性质而异 [18]，并且国企

环境责任履行情况更好，国企在响应国家相关政策措

施、履行环境责任等方面具有模范带头作用，是其他

企业需要学习的对象 [19]。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

假设：

H4：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程度因产权

性质而异。

2  实证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因为官方信息公布有限，根据数据获取的具体情

况，本文最终采用了 2014 年、2015 年和 2017 年上市

公司的数据，企业环境责任的数据来自和讯网，制度

压力的数据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其他数据均来自国

泰安数据库。三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观测值有

10 785 个，之后对这些数据进行筛选，删除不披露企

业环境信息、内部控制信息和财务信息的企业，余下

有效样本 7459 个。

2.2  变量设定

2.2.1 解释变量

测量制度压力有许多不同方式，可采用各省

（区、市）的环境法律规章数 [36] 的方法，也可采用各

地区的环境行政管制强度、环境监管强度、环境处罚

案件数、环境经济规制强度等因素综合衡量 [37]。本研

究参考 Wang 等的衡量方法，使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对

各省级行政区节能减排绩效的评级作为制度压力的衡

量依据 [38]。长时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官

员关键的考核指标 [39]，环保一直让位于经济，考核体

系的根本性变化出现在 2013 年。2013 年中组部下发

《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

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大环保、能耗等指标在考核

评价体系中的权重 [40]。国务院《节能减排“十二五”

规划》中，要求各地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每年开展节

能减排考核，考核结果作为绩效考评的重要内容，实

行问责制 [41]。因此，2013 年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各

地区节能减排情况考核的结果，必然成为地方政府官

员任命、晋升的重要指标 [40]，在这一举措形成的制度

压力下，地方政府官员也必然将环境考核压力转嫁至

辖区企业，采取各种手段促进辖区内企业环境责任的

提高。国家发展改革委官方公布了 2013 年、2014 年、

2016 年各地节能减排评估情况，因此，本研究延期一

年，使用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3 年、2014 年、2016 年

对各区域节能减排的评级来衡量 2014 年、2015 年、



·94·

     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 ——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中国环境管理  2022 年第 4期 

2017 年的制度压力，因为年度期末的考核结果只会对

下一年度产生制度压力，无法影响本年度官员和企业

的行为。同时，分析上一年度节能减排考核结果对本

年度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排除了企业环境责任对本

年度节能减排考核结果的影响，避免了反向因果关系

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2.2.2 被解释变量

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是企业

采取的符合环境伦理和相关法律的行为 [42]。中国衡

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机构有润灵环球与和讯网，在和讯

网的评价系统中，将上市公司的企业环境责任用企业

环保意识、企业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情况、企业环保投

入金额、企业排污种类数、企业节约能源种类数来衡

量。和讯网评价标准统一且独立性较高，已得到国内

外众多学者的认可及广泛使用 [43]，因此，本研究采用

和讯网的评分来衡量企业环境责任①。

2.2.3 调节变量

（1）企业环境战略。国内缺乏与企业环境战略相

关的定量数据。田虹等借鉴了 2017 年复旦大学环境

经济研究中心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44]。衣凤鹏等

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信息衡量企业环境战略，当

报告中包含有关环境的某项内容时，将该项赋值为 1；

当报告中包含有关环境某项内容的具体数值时，将该

项赋值为 2；其余情况赋值为 0[45]。综上，本研究将

根据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内容衡量企业环境战略，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会披露许多项环境相关信息，如

用电量减少、废水排放量下降、CO2 排放总量下降等

数据，本文采用各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项目数量来衡

量企业环境战略。

（2）内部控制。随着上市公司信息管理的不断完

善，大多学者使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的信息衡

量内部控制 [46]。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主要包括内部

控制是否有效、是否存在缺陷、内部控制评价等。刘

运国等用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缺陷两项

来衡量内部控制 [47]。综合之前的研究，本文以企业内

部控制报告、内部控制结论、内部控制有效性、内部

控制缺陷这四项的综合得分作为衡量依据，符合一项

增加 1 分，以总分数作为内部控制的得分。

2.2.4 控制变量

本文根据已有研究 [48,49]，选择企业年龄、两权分

离度、董事长总经理兼任、持股比、董事会规模、投

资机会、成长性、盈利状况、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

率、总资产周转率、现金流量作为控制变量，尽可能

减少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其中两权分离度、

董事长总经理兼任、持股比、董事会规模反映企业的

治理结构；投资机会、成长性反映企业的发展潜力；

盈利状况、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周转率、

现金流量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相关数据均来自国泰

安数据库，本文涉及的所有变量及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环境责任 CER 各上市公司企业环境责任的评分

解释变量

制度压力 Class

国家发展改革委上一年度对各地区节

能减排的评价：

超额完成 =1，完成 =2， 

基本完成 =3，未完成 =4

调节变量

企业环境战略 ES
社会责任报告环境部分披露信息项目

数量

内部控制 IC
内部控制报告、结论、有效性、缺陷

的得分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Time 年份减去公司成立时间

两权分离度 Seperation 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所有权之差

兼任 Dual 董事长总经理兼任 =1，不兼任 =0

持股比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董事会规模 Members 公司董事人数

投资机会 TobinQ 企业的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成本的比率

成长性 Growth 年末营业收入增长率

盈利状况 ROE 总资产利润率

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资产负债率 leverage 企业期末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总资产周转率 Operate 营运能力：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现金流量 Cash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总资产

虚拟变量

行业 Ind 行业虚拟变量

年度 Year 年度虚拟变量

2.3  模型设计

根据前文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年份和行

①  和讯网企业环境责任衡量标准：环保意识（1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15%）、环保投入金额（25%）、排污种类数（25%）、节约能
源种类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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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了固定，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遗漏变量

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构建模型如下：

 
CER Class Control Yeari t i t i t i t, , 1 1 , ,= + +α β

+ +Indi t i t, ,

−

λ
 （1）

 
CER Class ES Class ESi t i t i t i t i t, , 1 1 , 2 , 1 ,= + + ×

+ + + +

α β β

β λ3 , , ,Control Year Ind
− −

i t i t i t

 （2）

 
CER Class IC Class ICi t i t i t i t i t, , 1 1 , 2 , 1 ,= + + ×α β β

+ + + +β λ3 , , ,Control Year Ind
− −

i t i t i t

 （3）

上述模型（1）、模型（2）、模型（3）分别用来

检验假设 H1、H2、H3，假设 H4 用分组回归的方法

检验。其中，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度；t-1 表示滞后

一年；CER 为企业环境责任；Control 为控制变量；

ES 为企业环境战略，Class×ES 为制度压力与企业环

境战略的交互项；IC 为内部控制，Class×IC 表示制

度压力与内部控制的交互项；Year 表示时间固定效

应；Ind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λ为随机扰动项。

3  实证与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分析

对 7459 个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企业环境责任

（CER）的分值在 0 与 30 之间，其均值为 0.801，说明

各上市公司的企业环境责任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且企

业环境责任整体水平不高。制度压力（Class）分值在

1 到 4 之间，均值为 1.430，说明企业面临的制度压

力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制度压力整体较为温和。企

业环境战略（ES）处于 0 到 716 之间，均值为 1.830，

说明企业环境战略差别非常大且整体趋于保守。内部

控制（IC）处于 0 到 4 之间，均值为 3.580，说明样

本中企业的内部控制整体有效。各变量情况具体见

表 2。

3.2  基准回归分析

基于本文研究假设与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模型（1）可知，制度压力

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回归系数为 0.372（p ＜ 0.01），显

著为正，说明制度压力越高，企业环境责任也越高，

假设 H1 成立。由表 3 模型（2）可知，企业环境战略

与制度压力的交互项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系数为 0.097
（p ＜ 0.01），假设 H2 成立。由表 3 模型（3）可知，

内部控制与制度压力的交互项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系数

为 0.180（p ＜ 0.05），假设 H3 成立。

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印

证了之前的理论分析，中央政府对各地官员施加制度

压力，地方将压力传导给企业，促进企业环境责任的

提升。而面对相同的制度压力，企业环境战略的不

同也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决策，积极的企业环境战略

可以促进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内部控制

会影响企业的执行能力，在企业战略目标确定的情况

下，企业完成既定目标的程度会被内部控制影响，有

效的内部控制提升了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促进

作用。

3.3  异质性分析

将国有企业（国企）和非国有企业（非国企）分

组回归进行比较，结果见表 4。2916 个国企中，制度

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回归系数为 0.263（p ＜ 0.1）；

4538 个非国企中，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回归系

数为 0.487（p ＜ 0.01），比较回归系数及显著性可知，

制度压力对非国企的企业环境责任影响更大，假设 H4
成立。之后将国企按央企和地方国企分组回归进行比

较，结果见表 4。1002 个央企中，制度压力对企业环

境责任的系数不显著；1910 个地方国企数据中，制度

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回归系数为 0.401（p ＜ 0.05），

比较回归系数及显著性可知，制度压力对地方国企的

企业环境责任影响更大。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CER

7 459

0 30 0.801 3.566

Class 1 4 1.430 0.604

ES 0 716 1.830 13.325

IC 0 4 3.580 0.730

Time 4 50 17.56 5.382

Sepera 0 0.533 0.046 0.075

Dual 0 1 0.250 0.432

Top1 0.003 0.900 0.338 0.149

Members 0 19 8.640 1.837

TobinQ 0 729.629 2.643 9.358

Growth -0.964 1878.372 0.594 22.052

ROE -60.153 8.715 0.041 0.838

ROA -48.316 8.441 0.026 0.575

Lev 0.009 63.971 0.458 0.768

Operate 0 2.543 0.137 0.130

Cash 0 0.972 0.148 0.119



·96·

     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 ——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中国环境管理  2022 年第 4期 

表4  异质性分析

自变量 国企 CER
非国企

CER
央企 CER

地方国企

CER

Class
0.263*

（1.82）

0.487***

（3.83）

-0.095

（-0.33）

0.401**

（2.26）

常数
0.080

（0.12）

-0.593

（-1.41）

-1.075

（-0.75）

0.394

（0.4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916 4 538 1 002 1 910

R2 0.079 0.054 0.138 0.088

ΔR2 0.052 0.036 0.073 0.052

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在非国企中更

大，该结果与之前的理论分析不一致，之前的理论分

析认为国企的合法性需求更高，因此国企应该对制度

压力反应更积极，国企的企业环境责任也应该更高。

事实上，国有企业在企业环境责任方面的平均分是

1.079；非国企在企业环境责任方面的平均分是 0.623，

国企的企业环境责任优于非国企。但经数据分析可知，

国企的这种优势并非制度压力导致的，面对制度压力，

非国企的反应更加积极。该现象的原因 Wang 等给出

了解释，他们认为国企是政府的延伸，本身就是政府

的一部分，国企会出于自身性质来响应政府的政策。

国企提升企业环境责任是一种主动地实现政府目标的

行为，而不是因为制度压力的要求被动地做出反应，

不论制度压力强弱，国企都会提升企业环境责任，因

此，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的联系在国企中较

弱 [38]。国内研究也发现，国企易受到政府的“偏袒”，

面临的实际监管压力较低，这反而会导致国有企业的

产权性质不利于环境责任意识的提高 [50]。

相比央企而言，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

在地方国企中更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与产权性质

的作用类似。中国国有企业由各级政府控制，央企直

接隶属于中央政府 [51]，可以更容易获得资源和特权，

更有能力承担企业责任，央企的企业环境责任的平均

分是 1.547，非央企的企业环境责任的平均分是 0.834。

但由表 4 异质性分析可知，这种差异不是由制度压力

引起的。在央企中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无显著影

响，而非央企中，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强化有

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央企的企业不受地方政府控制，

也感受不到中央向地方施加的制度压力。尤其许多央

企的领导级别还大于地方政府官员，更难以被各级政

表3  基准回归

自变量
（1）

CER

（2）

CER

（3）

CER

Class
0.372***

（3.90）

0.417***

（4.20）

0.387***

（4.02）

ES —
0.053***

（3.73）
—

Class×ES —
0.097***

（3.04）
—

IC — —
0.102*

（1.90）

Class×IC — —
0.180**

（2.23）

Time
0.010

（1.20）

0.008

（0.95）

0.011

（1.32）

Sepera
1.422**

（2.21）

1.412**

（2.22）

1.414**

（2.20）

Dual
-0.073

（-0.80）

-0.069

（-0.76）

-0.082

（-0.89）

Top1
0.066

（0.22）

-0.076

（-0.25）

0.082

（0.27）

Members
0.052**

（1.99）

0.039

（1.52）

0.053**

（2.02）

TobinQ
-0.010**

（-2.36）

-0.009**

（-2.38）

-0.010**

（-2.34）

Growth
-0.001***

（-3.01）

-0.001***

（-2.99）

-0.001***

（-2.70）

ROE
0.052

（1.36）

0.044

（1.31）

0.049

（1.31）

ROA
0.506*

（1.73）

0.428

（1.59）

0.521*

（1.75）

Lev
0.378*

（1.73）

0.317

（1.57）

0.396*

（1.78）

Operate
1.033***

（2.58）

0.919**

（2.31）

1.047***

（2.61）

Cash
-0.055

（-0.17）

-0.115

（-0.35）

-0.036

（-0.11）

常数
-0.720**

（-2.11）

-0.612*

（-1.84）

-1.146***

（-2.71）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观测值 7458 7458 7458

R2 0.049 0.060 0.050

ΔR2 0.038 0.048 0.039

注：*** 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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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或相关部门的政策与监管所影响。央企虽然受制度

压力的影响较小，但是作为中央政府功能的延伸，依

然履行着实现政府目标，担负社会责任的职责，主动

自觉地保护环境，较其他企业有着更高的企业环境责

任水平。

3.4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更换解释变量衡量方式、以重污染行

业为标准分割样本、以企业所在区域分割样本和反事实

检验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总体而言，基准检验中

假设 H1、H2、H3 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3.4.1 更换解释变量衡量方式

用地区节能减排绩效排名代替地区节能减排绩效

评价，2016 年地区节能绩效排名未公布，无法检验

2017 年的数据，因此对 2014 年、2015 年的数据进行

稳健性检验。用地区节能绩效的排名代替地区节能减

排绩效评价，采用与之前完全一致的方法处理数据，

结果如表 5 所示。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回归系

数为 0.035（p ＜ 0.01）、企业环境战略与制度压力的

交互项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系数为 0.006（p ＜ 0.05）、

内部控制与制度压力的交互项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系数

为 0.020（p ＜ 0.05）。自变量变化后，表 5 的回归结

果未发生大的改变，方向及显著性与之前的数据分析

结果一致，可见之前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3.4.2 以重污染行业为标准分割样本

按照 2010 年原环境保护部颁布的标准①，将样

本分割为重污染行业和其他行业，采用与之前完全一

致的方法处理数据，结果如表 6 所示。重污染行业组

中，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回归系数为 0.313（p
＜ 0.1）、企业环境战略与制度压力的交互项对企业环

境责任的系数为 0.067（p ＜ 0.1）、内部控制与制度压

力的交互项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系数 0.378（p ＜ 0.01），

数据分析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具有稳健性。其他行

业中，除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不成立以外，其他变量

的方向及显著性与之前的数据分析结果一致，可见之

前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3.4.3 以所在区域分割样本

根据企业所在省份，将样本分割为东部地区企业

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两个部分，采用与之前完全一致

的方法处理数据，结果如表 7 所示。东部地区企业

中，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回归系数为 0.286（p
＜ 0.01），企业环境战略与制度压力的交互项对企业

环境责任的系数为 0.061（p ＜ 0.05），制度压力对企

业环境责任有正向显著影响以及企业环境战略有正向

调节作用的结论具有稳健性。中西部地区中，制度压

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回归系数为 0.567（p ＜ 0.01），

企业环境战略与制度压力的交互项对企业环境责任的

系数为 0.196（p ＜ 0.01）、内部控制与制度压力的交

互项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系数为 0.374（p ＜ 0.01），数

据分析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方向及显著性未发生大

的改变，之前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3.4.4 反事实检验

之前的研究延期一年，使用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3
年、2014 年和 2016 年对各区域节能减排的评级来衡

量 2014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的制度压力。考虑到

除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各地区节能减排评级这一制度

压力外，其他随机因素也可能导致企业环境责任的差

异，而这种差异与制度压力没有关系，这样就推翻了

前文实证的结论。因此，为了排除其他随机因素的影

响，假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各地区节能减排评价提前

一年，用 2013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各区域节能减排

的评级来衡量 2013 年的制度压力，分析 2013 年制度

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因为 2013 年制度压力

①  2010 年原环境保护部颁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将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
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行业企业划分为高污染行业。

表5  稳健性检验（1）

自变量
（1）

CER

（2）

CER

（3）

CER

Rank
0.035***

（3.73）

0.039***

（4.07）

0.036***

（3.81）

ES —
0.049*

（1.95）
—

Rank×ES —
0.006**

（2.50）
—

IC — —
0.120

（1.60）

Rank×IC — —
0.020**

（2.16）

常数
-0.661

（-1.37）

-0.544

（-1.16）

-1.126*

（-1.9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观测值 4 937 4 937 4 937

R2 0.039 0.050 0.040

ΔR2 0.021 0.032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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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存在的，如果 2013 年虚假的制度压力

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显著为正，而 2014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真实的制度压力对企

业环境责任的影响也显著为正，则表明无论

制度压力是否存在，企业环境责任都不受影

响，前文分析的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正

相关这一结论不成立，企业环境责任的不同

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反之，如果 2013 年

的系数不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环境责任的不

同确实是由制度压力引起的。

检验采用与之前完全一致的方法处理数

据进行反事实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所有

模型中，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回归系

数均不显著，与之前数据分析的结果相悖，

说明企业环境责任的不同确实是由制度压力

引起的。

表8  反事实检验

自变量
（1）

CER

（2）

CER

（3）

CER

Class
-0.016

（-0.06）

0.229

（0.76）

0.040

（0.16）

ES —
0.102**

（2.54）
—

Class×ES —
0.227*

（1.68）
—

IC — —
0.566***

（6.19）

Class×IC — —
0.048

（0.38）

常数
-2.497**

（-2.32）

-2.190**

（-2.07）

-4.418***

（-3.9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408 2 408 2 408

R2 0.117 0.148 0.124

ΔR2 0.086 0.117 0.092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制度理论为支撑，2014 年、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系

统评估了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

对企业环境战略、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进

表6  稳健性检验（2）

自变量
重污染行业 其他行业

CER CER CER CER CER CER

Class
0.313*

（1.84）

0.267*

（1.70）

0.352**

（2.00）

0.417***

（3.61）

0.579***

（4.53）

0.422***

（3.65）

ES —
0.033**

（2.19）
— —

0.113***

（5.15）
—

Class×ES —
0.067*

（1.91）
— —

0.143***

（3.51）
—

IC — —
0.044

（0.42）
— —

0.108*

（1.71）

Class×IC — —
0.378***

（2.71）
— —

0.070

（0.67）

常数
0.316

（0.44）

0.540

（0.77）

0.123

（0.14）

-1.237***

（-3.16）

-1.164***

（-3.04）

-1.682***

（-3.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155 2 155 2 155 5 291 5 291 5 291

R2 0.046 0.054 0.049 0.056 0.077 0.056

ΔR2 0.029 0.035 0.030 0.042 0.063 0.042

表7  稳健性检验（3）

自变量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CER CER CER CER CER CER

Class
0.286***

（2.61）

0.300***

（2.70）

0.286***

（2.62）

0.567***

（3.36）

0.710***

（4.01）

0.626***

（3.58）

ES —
0.035**

（2.56）
— —

0.121***

（3.88）
—

Class×ES —
0.061**

（1.99）
— —

0.196***

（2.95）
—

IC — —
0.023

（0.35）
— —

0.226**

（2.34）

Class×IC — —
-0.011

（-0.11）
— —

0.374***

（2.61）

常数
-0.547

（-1.34）

-0.447

（-1.12）

-0.641

（-1.28）

-1.481**

（-2.29）

-1.340**

（-2.16）

-2.441***

（-2.9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 352 5 352 5 352 2 099 2 099 2 099

R2 0.057 0.062 0.057 0.081 0.112 0.086

ΔR2 0.042 0.047 0.041 0.044 0.075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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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根据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隶属关系进行异质

性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压力能显著促进企业环境责

任；企业环境战略、内部控制在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

责任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较国企而言，制

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在非国企中更强；较央

企而言，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在地方国企

中更强。

4.2  建议

对于企业来说：第一，企业需正视政府施加的制

度压力，制定积极的绿色环境战略来强化企业环境责

任。同时，企业要注重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强化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确保企业环境责任意识的提高。第

二，企业应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变过去的粗

放发展模式。在制度压力下，企业的减排治污成本增

加，因此，企业应该加大绿色创新技术投入，提升资

源利用效率并减少污染排放，以达到制度压力的标

准。尤其是在高污染行业，企业面临更加严格的政策

要求，企业生产成本和减排费用都会显著增加，这就

更需要改进企业生产技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用

“创新补偿效应”来抵消企业成本的增加。

对于政府来说：第一，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

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为此，政府应根据不

同产权性质企业实施差异化政策，以充分发挥制度压

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促进作用。另外，制度压力的影

响在央企中非常有限，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央企的监

管，促使央企承担更多的环境社会责任。第二，应进

一步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加强环境违规惩戒力度，对

于违反环境政策，造成重大环境损失的企业要依法处

理。要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缺陷，加大处罚力

度，倒逼企业从源头防治环境问题。同时，在环保

高压态势下，政府要避免“一律关停”、限电限产等

“一刀切”做法，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环境。第

三，整合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

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首先，政府可以通过金

融、税收优惠政策等鼓励性措施积极引导企业绿色生

产，使企业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效统一起来。其次，要

改变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用排污权交易等机制实

现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统一。最后，构建长远利益

规划，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避免“竭

泽而渔”的情况，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立足长

远利益，为后代人留下“绿色银行”、留下良好的生

态环境。

4.3  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本文

以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未探究其他公

司，因此，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片面性，可能并不适合

中小企业及未上市的企业，未来的研究可以拓展到其

他样本。第二，本文着重于企业环境战略、内部控制

等因素的调节作用，但是对于制度压力影响企业环境

责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中介因素未展开研究，接下来

可以对在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的其他变量进行分析。第三，因为官方公布信息有

限，本文研究使用的并非最新数据，在之后可以考

虑通过改进变量衡量指标等方法使用最新数据进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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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ffects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SU Fang1*, LIANG Xiufang1, CHEN Shaojian2, SUN Yanlei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2.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social public. Enterprises are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main regulation object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 How to guide and control enterprises to fulfill their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tudied urgently.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based on 7459 
observations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this paper adopts fixed effect model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the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internal control are also analyzed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stitutional pressure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internal control have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s stronger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counterfactual tests. These conclusions not only enlighten enterprise managers to utilize their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internal control to enhance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but als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enterprises.
Keywords: institutional pressur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internal control; property 
right


